《豳公盨》铭文研究二题
班  图

2002年春，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古董市场购得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盨，其内底有10行98字铭文，称之为《豳公盨》，全铭如下（不作讨论的字按读法直接写出）：
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
这篇铭文，形式奇特，言辞古奥，内容涉及大禹治水的故事，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先后参与讨论者已有二十多家，海外还曾举办专门的研讨会。意见仍很分歧。在本文中，我们准备就铭文首句中的“天”字和铭文与《禹贡》的关系谈点看法，请大家指教。

一、铭文“天”字解
对铭文“天”字的解释，大别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主张铭文中的“天”为天神上帝，相应地，铭文中的禹就具有天神性，作器者为豳公
；另一派意见则认为“天”即帝舜，禹为人王，作器者为遂公
。前者是支持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说的，后者则基本上是反“古史辨派”的。可见“天”字的正确释读，对理解铭文关系重大，不可不辩。
为了准确理解铭文的含义，我们将采用“文献考古学”的方法，把传世文献中与盨铭相关的文句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将这些文句单位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根据文献的年代建立时代先后的“层位”关系，考察其变化。
Ⅰa：命禹者为天

《尚书·洪范》：“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汨陈其五行，帝（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从上下文看，“天”、“帝”可以互换，均指上帝。铭文说“天命禹敷土”，而《洪范》却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虽然没有直接说明禹敷土治水事，但从上文鲧治水失败的叙述看，《洪范》也是讲禹治水之事，所以这里的“命禹者”应为“天”。

《洪范》的成书年代，自刘节作《洪范疏证》并经梁启超宣扬后，学界多以为战国时人的造作
。但据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其书并不伪，其年代可能早到商末周初，或至少也应是西周时期的作品
。所以，称“天”命禹，当是西周时代比较普遍流行的说法，而这个“天”，无疑是指至上神上帝。
Ⅰb：命禹者为帝或皇帝
《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袁珂先生据《山海经》文本的内证，断定“此帝自应是黄帝”，亦即上帝
。其说甚是。《海内经》的年代，蒙文通先生以为可早到西周
。我们试作比较，即可发现《山海经》与《洪范》的故事结构是相同的，都是鲧失败——禹成功，至于失败和成功的原因，则诸说不同。《洪范》把鲧失败的原因归结帝“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海内经》说是“不待帝命”。但都是把成败的原因看作上帝的旨意，而与鲧、禹治水方法没有关系，这与后世通行的说法是相当不同的，应该是一种比较原始、早期的说法。
“命禹者”又为皇帝。《尚书·吕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于苗。……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旧解“皇帝”或以为颛顼，或以为帝尧，或以为帝舜。顾颉刚先生指出当指上帝
。西周青铜器铭文《师询簋》有“皇帝”，在《胡钟》则称：“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皇帝”当即“皇上帝”的省称，《毛公鼎》则作“皇天”。“皇天”、“皇帝”、“皇上帝”均指上帝
。
《楚辞·天问》中有大段讲述鲧禹治水的文字，其中提到“顺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注以为“帝谓帝尧”，朱熹不同意此说，认为“详其文意，所谓帝者，似指上帝。”
朱子的意见是对的，因为《天问》下文接叙“纂就前绪，遂成考功”，说明鲧禹治水前后相继，并没有治水方法的不同，这与《洪范》、《海内经》的故事背景相同
。《天问》在“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以下历叙东南西北四方的种种传说，文句甚长，旧解均未得其实，或以为错简。林庚先生以为其事均与大禹治水传说相关
。当是。在这种叙事背景下，“帝”非上帝不足以当之。《天问》乃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所“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呵而问之”
，其成书虽晚，所载故事当有更早的来源。
Ⅱa：命禹者为尧

《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的话说：“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墮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这段记载比较复杂，从“尧用殛之于羽山”然后接着叙述“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的文意看，“命禹”者应为尧。但在后文中又说，由于禹和四岳治水取得成功，“莫非嘉绩，克厌帝心”，于是“皇天嘉之”。韦昭注：“帝，天也。”又说：“尧赐禹姓姒，封之于夏。”
韦昭的说法不确。按文中所述，尧、禹、四岳是一个层次，是人间帝王；帝和皇天是另一个层次，是上天之神。由于禹在人间治水成功，“莫非嘉绩，克厌帝心”，从而得到上天的恩赐。人神之间的区别是很清楚的。这样，在天帝和禹之间，又插进了尧，命禹者实为尧。这种说法在后世文献有更为明确的表达，如：刘歆《上山海经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盐铁论·论邹》：“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均直指命禹者为尧。
Ⅱb：命禹者为舜

《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蟜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于四海，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大命，依于倪皇。叡明通知，为天下工。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这是古书中明确提到舜使禹敷土的记载。但在大部分文献中，“命禹者”是尧或是舜并不明晰，这与尧舜禅让的故事有关。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古书中对尧、舜禅让传说在时间上是如何衔接的。《今本竹书纪年》载帝尧陶唐氏纪年有如下记录
：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祖。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一百年，帝陟于陶。

《今本竹书纪年》向被看作伪书。近年来，随着简帛古书的大量出土，有学者为《今本竹书纪年》翻案，认为其书不伪，与《古本竹书纪年》是两个不同的整理本子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在此不能详论，但上述年代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书中关于尧舜在禹治水问题上记载的分歧。在《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古史传说系统中，尧禅让舜是在73年，此年舜实际执政，但尧仍健在。三年之后的75年，乃有禹治水事。在此背景下，说尧命禹，可，因尧是名义的上“统治者”；说舜命禹，亦可，因舜是事实上的“领导者”。很显然，这个古史的系统是禅让学说兴起之后的产物。以下我们分别列举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各一例，以示“舜命禹”与这个古史传说系统的关联性。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23+15号简：“舜听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空），禹既已受命，乃卉服箁箬帽”，简文后有残缺，但与24号简连读后，意思是很清楚的，是讲禹受舜命治水分州事
。简文明确讲“舜听政三年”，“乃立禹以为司空”，这个“三年”，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是一致的。所以这里的“禹既已受命”，当然是受舜的命。

《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在这个记载中，对于尧、舜、禹的关系已经说得很清楚，乃是“当尧之时”，尧举舜“敷治焉”，然后舜使禹“疏九河”。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讲，尧是名义上的领导，舜是直接领导、顶头上司，禹是实际上的执行者。
在后来经过系统整理的古史体系中，尧——舜——禹是三个前后相继的古帝王，尧禅舜、舜继位，直到尧崩的那段时间就被抽空，于是命禹治水者就被直接记载为舜了。如在《尚书·尧典》记事中，就将禹治水系在尧崩舜继之后，《史记·夏本纪》更明确说：“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命禹……禹拜稽首……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山，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这里的“奉帝命”之“帝”，显然是指舜。于是舜命禹敷土的古史模式得以确定下来，广泛见载于后世史书。
上述Ⅰ类记载年代较早，大致与铭文同为西周时期，“命禹者”乃是上帝的“天”或“帝”；Ⅱ类记载年代较晚，多在东周时期，“命禹者”则为人王尧或舜。再从西周金文中的“天”字的含义看，“天”也不能理解为舜。上世纪30年代，郭沫若作《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统计20余条金文，“天”均指至上神，没有指人帝的，更不用说帝舜了
。笔者另据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统计，“天”字凡425条，没有一条是可以明确指代帝舜的
。所以，盨铭中的“天命禹敷土”之“天”只能理解为作为至上神的上帝，而不可能理解为作为人王的帝舜。
二、《豳公盨》铭文与《禹贡》

铭文中的“天”既指上帝，禹当然就具有天神性。“敷土”应按早年顾颉刚先生的解释，释作布土，即在洪水芒芒的大地上铺放土地
。铭文中的“隓”，《说文》：“败城阜曰隓”，本意是指毁坏城墙。“隓山”当读为“堕山”，即凿山之意。“浚川”即疏通河道，诸家解释无异辞。铭文首句的意思是说，上帝命令禹在芒芒大地上铺放土地，造成山川；然后凿通阻挡水流的高山，疏通河道
。但铭文的这个意思，在《禹贡》中被误读和改写了。
早期传世文献将“敷土”与“随山”连称，似仅见于《尚书·禹贡》，今本作：“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土”，又写作尃土、旉土、傅土、布土、溥土
，均为同音假借字。伪孔传释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史记·夏本纪》转述《禹贡》，写作“（禹）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集解》：“《尚书》‘傅’字作‘敷’。马融曰：‘敷，分也。’”《索隐》：“敷，分也，谓令人分布九州之土地也。”《索隐》此说可能也是出自马融。《周礼·大司乐》郑玄注：“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是两汉经师大儒都将“禹敷土”与分九州联系在一起，他们之所以作如此解释，实是受了《书序》的影响。《禹贡》篇前的小序（即《书序》）有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随山浚川”亦见《史记·河渠书》所引《夏书》，其文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汉志·沟洫志》抄录《史记》原文，只是个别文字上有改动。两汉经师大儒如司马迁、班固、郑玄、刘歆、王充等都认为《书序》为孔子所作，无异辞。至宋儒朱熹，始疑秦汉间俗人低手所为。受其影响，很多《尚书》本子都不收《书序》。《书序》是真是伪，至今仍无定论
。此外，由于《书序》的文字都多见于《史记》，《书序》与《史记》的关系也成为经学史上聚讼不已的话题，有人认为《史记》抄《书序》，因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受《尚书》；但也有人认为是《书序》抄《史记》。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序》（卅二上）以为《史记》所引《夏书》即《禹贡·序》，今本所见，“盖有阙文矣”
。这个看法为陈梦家所采纳
。但《河渠书》所述远多于《书序》，其中“居外十三年”云云，亦见《孟子·滕文公上》；“陆行乘车”以下，当即《尚书·皋陶谟》之“予乘四载”，《说文》则引作《虞书》。《夏本纪》直叙其文，未云何书。至于“通九道”以下，见于《大戴礼·五帝德》。《太平御览》卷82《皇王部》“夏禹”条引《书》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可能也是引自《夏书》。《史记·河渠书》所引的《夏书》不见于今本，清人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尚书逸文》以为“亦似《汩作》之文”
。《书序》：“帝釐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汩作》今亡佚不存。刘起釪先生则以为《史记·河渠书》所引《夏书》和《说文》所引《虞书》，当是另一篇夏书的逸文，它与《皋陶谟》、《禹贡》原是姊妹篇
。考察这些文句的流布，情形很是复杂，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说：“史公尧舜三代记事，采《书序》尤多，《书序》盖周史官之笔，非孔子也。”
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从《豳公盨》铭文看，《书序》的来源甚古，当非后人所能伪造。拿《书序》与《禹贡》对照，“禹敷土”所对应的正是“禹别九州”，两汉经师一方面还保留“敷”为布之古训，另一方面又与“禹别九州”相牵合，依违二者之间，从而大失“禹敷土”的本旨。
《禹贡》“随山刊木”，《广雅·释诂》：“随，行也。”《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随，循也。”循、行意近。《夏本纪》作“行山表木”，《索隐》：“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汉志》作“随山栞木”，师古曰：“栞，古刊字。”《说文》：“栞，槎识也。”段玉裁注：“槎，邪斫也；识者，邪斫所以为表志也。”谓禹循山而行，砍木作为道路的标志。这是一解。《尚书·禹贡》孔疏引郑玄注：“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伪孔传释作：“随行山林，斩木通道。”是说禹随着山岭的形势，斩木通道，以便治水。这是第二解。无论何解，“随山刊木”之“随山”均与铭文中的“堕山”有异，诚如学者所指出，这是鲧禹神话传说随时代推移，禹由天神演变为人王的结果
。

受到上述说法的启发，我怀疑《禹贡》中的“刊木”也有其神话学背景。按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间有一篇八行的文字，通常称之为《创世章》，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其内容大致可晓，大意是说：远古之时，有熊伏戏出自颛顼，天地混沌，“风雨是於”。乃娶某子之子“曰女娲，是生子四。”“为禹为万，以司土壤，晷而步达，乃上下腾传。山陵不疏，乃命山川四海，热气寒气，以为其疏”。于是“日月相代，乃止以为岁，是惟四时。”以上是第一段，大概是讲宇宙的诞生。帛书接着书写青、赤、黄、墨四木（按文意当在前）。又说：“千又百岁，日月允生，九州不平”，于是“四神乃作，至于复。天旁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以四神降，奠三天绳，使保四极。”
以上是第二段，讲宇宙的再生。这篇讲天地日月诞生的神话，似乎有两次创世的过程：第一次创世，“山陵不疏，乃命山川四海，热气寒气，以为其疏”。第二次创世（宇宙复生）是在“千又百岁”之后，“日月允生，九州不平”，于是“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在帛书的四角，画有青、赤、白、黑四木，正是帛书文字中提到的“五木”，五木而仅见四者，大约是中间的黄木与帛本颜色相同而不显的缘故。可见禹“司土壤”，定天地之序，需要“五木”。《禹贡》“刊木”或即以此神话为背景。但经《禹贡》编者的改造，在创世神话中作为四季时间的标志和作为地理方位标识的五木，乃被改造为大禹治水循山的标志，此亦神话变人话的结果。
按今本《禹贡》的篇章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从“冀州既载壶口”至“西戎既叙”，是九州部分，或可称为《九州章》，相当于《书序》的“禹别九州”；从“导岍及岐”至“又东北至于河”，是导山导水的部分，或可称为《导山导水章》，相当于《书序》的“随山浚川”。这两章是《禹贡》的主体。《导山导水章》以下是一大段文字：“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然后是《五服章》，我怀疑“任土作贡”正是指“五服”之事。《国语·周语上》：“保任戒惧”，韦昭注：“任，职也”。《大戴礼记·保傅》：“凡是其属太师之任也”，王聘珍解诂：“任，职任也”。《汉书·贾山传》：“百姓任罢”，师古曰：“任，谓役事也。”“任土”即服王事。《五服章》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和与王的亲疏程度而将天下分为五个部分（五服），每个部分对王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不相同。此即所谓服王事也。清儒或以为原文脱“禹”字，本作“任土，作《禹贡》”
。若此，则《书序》“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分别对应《禹贡》三章，若合符节。《禹贡》最后以“东渐于海……告厥成功”结尾。过去研究《禹贡》的学者，以为《九州章》、《导山导水章》、《五服章》三章是禹治水时的实录，而连缀这三章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三段文字为“史官”所加入，比如傅寅《禹贡说断》卷1引张氏（张九成）就说：“此一篇以为史官所记邪？而其间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窃意‘禹敷土，随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辞也。”“史辞”即史官之辞。当今学者论《禹贡》开篇十二字时亦云：“以这样精炼的三句作为全篇总纲，是当初《禹贡》编定者拿当时这篇地理专著来作为禹治水‘分下土方’勋业的记录时加上的。”
过去学者称《禹贡》三章为禹时实录虽未必确当，但对《禹贡》的结构认识，应该是正确的。
《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和《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既然都是史官之辞，《豳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史官之辞。事实上，从整个铭文看，叙述的重点并不是“禹敷土”这件事，而是在强调“德”的重要性。铭文开头提到禹事，无非是作为叙述的引子，作者真正想说的，并不是大禹治水，而是“唯民克用兹德”。“禹敷土”在铭文的叙事结构中的作用，类似于《诗经》中的比兴，这种用法，与禹在《诗经》中的叙事模式是一致
。不仅如此，铭文中的豳公，应该就是《诗·豳谱》提到的豳公，亦即周先祖太王。《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大王居邠（晏按：邠即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吿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此处“仁”者，即德也。《孟子·告子上》载孟子曰：“《诗》云：‘旣醉以酒，旣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以德称仁义。《大雅·文王》：“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服于周。”毛传：“盛德不可为众也”，而《孟子·离娄上》引此诗并附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凡此皆可证，孟子之“仁”即为“德”。此事在《庄子·让王》亦有载，大王亶父的话作：“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铭文称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正是以大王迁岐山为背景的。明乎此，则“豳公曰”只是史官引述豳公之言，它与《论语·季氏》、《左传·隐公六年》引“周任有言”，《孟子·尽心上》引“伊尹曰”，《国语·周语下》引“史佚有言”如出一辙。与《礼记·缁衣》大部分篇章的行文格式也是一致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用曰》篇
，其行文格式也同于此。所以，这个“豳公”根本就不是作器者，整篇铭文也不是讲某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篇真正的“古书”
。其中提到的“禹敷土”事当有更古老的渊源，或者出自周史官所保存的的典册，或即《夏书》的一部分。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亦当早于西周中期以前。
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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